
科教何以兴国：
大变局中的政策议程及中国实践*

张学文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人才支撑，首次

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一起，充分表明其在全面建设中

国特色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随着当代信息社会和知识经

济向纵深发展，科技一元超级结构的形成与科技生产力快速发展变迁，科教兴国战略的

“政策之窗”再次开启，必然迎来科技、教育、人才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互动互促的恢

宏实践。通过对近现代史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考察，为今天的科教兴国战略

提供丰厚的历史遗产与理论资源。选择并建构适当的公共政策议程理想类型，解析科教

兴国战略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政策治理、科技生产力与高等教育系统之间错综复杂、交

汇重叠的关系，以清晰展现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重大公共政策议程从出台到实施的历

史线索与未来趋势。深入探讨不同时期、地区、形式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与国家兴衰的

联系，总结其经验教训和变迁规律，既可以为科教兴国战略向纵深展开助力，也是科学学、

知识社会学、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需要涵养的家国情怀和应当承担的学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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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将影响决策的因素分为两个方

面：理性分析与政治考虑。［1］政府部门和社

会组织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基

于科学的政策研究。即对历史上与教育相关

的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公共政策与社会思

潮给予理性的比较研究和思想史考察，就会

让我们对该类现象产生更深刻的体悟，才有

可能更好地洞察、理解、改善当前与未来的教

育政策议程。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

设人才支撑”［2］，特别提出了教育、科技、人

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首次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一起，深刻

阐释了教育、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和重要使命。2023

年 5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

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

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

——————————

*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

构研究”（编号：22VRC19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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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基础工程”，“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

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3］由此可见，科教兴

国作为近三十年来高频主流政策概念之一，

体现出教育、科技、人才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有关科技、教育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密切

关系与张力问题，科技哲学与高等教育学相

关研究较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曾出现过

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相关主张及

其理论思潮。［4］19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夕的

中国仍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

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

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其腐败的社会

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

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落后就要挨打，旧中国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于是，

从19世纪中叶起，地主阶层分化出来一部分

有志气、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随着世界观的改

变和近代意识的觉醒，开始谴责外国侵略和

清政府失策，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谋求民族

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在此过程中萌生了

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想，并在随

后的半个世纪中逐渐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爱国

力量和社会思潮。从近代发展史、科技哲学

史、教育思想史等多角度反思和解析科技教

育、民族国家以及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密切

联系与多元互动关系，对于更加深入理解科

技、教育何以促进国家建设和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近现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历史考察

在近现代史上，国人引介、传播、研究科

技的初衷大部分出自爱国救国和富国强民的

朴素想法。科学救国作为近代中国探索近代

化道路的爱国主义进步思想，在20世纪30年

代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对于

什么是科学救国，有学者认为“科学救国就是

主张通过提倡、研究和发展科技达到救国的

目的”［5］；还有学者认为，“科学救国就是以

繁荣发展科技来拯救民族勃兴中华、摆脱封

建愚昧野蛮、抵制外国列强欺压蹂躏，使祖国

重新崛起并跻身世界强国之林”［6］。一般主

张用西方科技来拯救中国，即用科学的方法、

知识、精神来改造中国，以真正实现国家的独

立和富强。科学救国可追溯到鸦片战争时

期，林则徐发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救

国呼声，魏源继承并完善了这一思想，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

科技以抵抗外来侵略。故有学者认为，两人

“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科学救国的先声”［7］。

综合学者研究可以发现，科学救国思潮

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8］

萌芽阶段是从鸦片战争（1840—1842年）到甲

午战争（1894—1895年）。林则徐的“师敌之

长技以制敌”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

其先声，然后通过洋务运动（1861—1894年）

引进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

术以挽救晚清统治的自救与自强运动。这一

时期科学救国还只是一种模糊的思想，并未

明确提出科学救国的口号以及具体的宣传主

张。形成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后到中国科学社

成立（1914 年）以及欧阳正宇创办《科学》杂

志（1915 年）。百日维新（1898 年）主张学习

西方科学技术、改革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

等，随后开始翻译西书、创立学会、创办报刊，

严复提出的“格致”已经代表了科技，康有为

明确提出了科学救国的主张，标志着科学救

国思想的产生。其中，中国科学社及《科学》

杂志使得科学救国思想有了相对固定的宣传

阵地，并最终正式形成了科学救国思潮。发

展阶段是从 1915 年到 1949 年。1933 年，《中

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报》在南京创办，以“研

究及介绍世界科学之应用，并根据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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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扬中国固有文化，以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

学化”为宗旨，即达到社会科学化和科学社会

化，不仅要为谋求科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还要

为了救民族、救中国；不仅要为少数人求知兴

趣的满足，而且为改进大多数民众的生活。

该科学化运动标志着科学救国思潮进入勃兴

阶段。1937 年后，科学救国受到抗战影响，

1945年后，开始转为科学建国。［9］

科学救国思潮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林则徐

与魏源（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抵抗外来侵

略）、李善兰（中国自然科学之先驱）、严复

（提倡科学教育）、任鸿隽（创办中国科学社生

物研究所，倡导科学本土化）、胡明复、范旭

东、丁文江、李四光等人。值得肯定的是，这

部分近现代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

旧中国的愚昧无知、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与缺

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是分不开的，

因而需要积极追求科学技术，献身科学事业

发展。当然，他们并未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救

国只是国家、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性工具，要真

正救国更需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改革

或改造腐败的社会制度。否则就无法摆脱压

迫，再热诚的科技、教育、实业救国思想也会

因为缺乏适宜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和治理

机制而难以发展。

二、近现代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考察

中国现代教育模式的形成与社会的发展

密切相关，体现了强烈的教育救国思想，有着

深刻的文化根源、历史背景与思想机制。［10］

一般认为，教育救国与科学救国思潮都是我

国近现代民族危机的产物，也是近现代中国

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教育救国作为

近现代一种具有普遍社会影响的教育主张，

贯穿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盛行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旨在开民智，育人才，求富

强，是一场寄希望于从根本上挽救国运的爱

国理念和社会实践运动。

教育救国思潮大致经历了萌芽与形成、

勃兴与高涨、回落与转型三个阶段的发展演

变历程。［11］在第一阶段（1840—1894年），教

育救国思想的探索和实践最早体现在以魏源

为代表的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以

制夷”的思想，出现了教育与国家存亡间存在

关联的朦胧意识的端倪；以奕䜣、曾国藩、李

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为实现“自强”、“求富”

目标而开展了洋务教育和创办新式学堂等运

动；以薛福成、王韬等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

子开始意识到教育与救国、强国之间存在某

种内在关联性，呼吁废除八股、变法自强。在

第二阶段（1894—1930年），伴随维新运动，以

及随后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

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教育

救国思潮进入勃兴与高涨阶段。在第三阶段

（1930—1949 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

随着国内革命的持续高涨和抗日战争的爆

发，教育救国论者出现分化，有的转向革命，

投身政治；有的则不改初衷，坚守教育救国的

抱负和信念并予以积极践行。但在革命浪潮

和抗日战争的冲击下，这一时期的教育救国

思潮由于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而渐趋衰

退，进入回落与转型时期。随后历经解放战

争及新中国建设时期，最终转型为科教兴国

思想，并成为改革开放后促进中国现代化进

程的一项基本国策。

总体而言，1902 年壬寅学制（钦定学堂

章程）颁布伊始，教育救国思想就与中国社会

的发展进步及其政策模式的酝酿与制定紧密

相关。首先是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以魏源、

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睁

眼看世界”，要求向西方学习。继而在 19 世

纪60年代，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

战争后，洋务派被迫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

“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大办洋务事业，改革科

举内容，学习西方制器、艺科和西文，开办新

式学堂，公派詹天佑等留学生。这种“变器不

变道”的“洋务教育”开启了传统教育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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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转型。从奕䜣、李鸿章等人开始关注

教育，到容闳、盛宣怀等人推动教育思想变革

与教育实践，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教育救国

思想演变之路。［12］张之洞最早提出“广开学

堂”的教育救国主张，康有为视发展教育为民

族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梁启超在推动维新

变法时把“开民智和育人才”、培育“新民”作

为其根本出发点，严复亦强调要救亡、要富

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

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这些倡导教育救国

的代表人物，不论是改良派抑或维新派，其核

心都在于发展教育，通过学习科技、培养人才

和开启民智，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到辛

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什么样的教育才

能承担救国救民的使命”成为需要深入探索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一批先进知识分子

开始意识到教育与国家强盛之间需要一场更

加彻底的教育革命、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运

动。自 1919 年新文化运动到 1923 年中华平

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一大批诸如蔡元培、李大

钊、陶行知、晏阳初等杰出人物、社会名流各

自从不同角度主张来改造国民性、教育救国

的相关思想运动层出不穷，包括教育先行、读

书救国、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生活教育等各

种形式的教育救国思潮风起云涌。尽管其中

所包含的对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相互

关系的理解迥异，但却体现出浓厚的教育救

国愿景。

回顾历史，我国近现代史始终伴随着教

育救国的思想启蒙与社会实践，尽管内容庞

杂、流派众多、评价不一，甚至存在分歧和对

立。但有一个基本观点确定无疑，那就是教

育始终是立国之本、民族之魂，发展教育应该

成为改造社会、挽救中国的基本途径之一。

可以说，教育救国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

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复

兴思潮的重要内容，为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

教育强国战略与基本国策的形成奠定了传统

文化内核和思想理论资源的坚实基础。

三、当代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考察

近现代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思想与实

践，由于自身多方面的局限性、受国际国内宏

观环境影响及未能触及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等

因素，无法从根本上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最

终沦为一种社会改良思想，沉寂于历史长河

中。但这两种思潮也为当代中国重新开启开

放式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政策与实

践探索，并最终成为一项基本国策提供了宝

贵的历史经验。

1977 年 7 月，邓小平主管科技与教育工

作后，我国科技、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改革

发展迎来崭新开端。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战略思想指导下，全面

迈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

的新阶段。［13］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关

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强调，“四个现

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1978 年 3

月 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

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

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

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

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

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

育事业”。［14］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

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15］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

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重要论断。［16］同年9月12日，在听取中

央有关领导同志工作汇报时指出，要注意教

育和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在 1992 年初的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关于“三个面向”的时代思想及

其对中国科技、教育政策与发展方向的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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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顾明远先生谈道，“三个面向”思想核心

是“面向现代科学技术”。面对改革开放初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资金、技术和人才

的困局，邓小平始终抓住了科技发展和人才

培养这两个最基础的工作，指出“四个现代

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7］，而发展科

学技术要有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因此，

面向现代化，就是面向现代科学技术，因为当

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要

面向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教育不仅要面

向当代的科学技术，还要面向未来科学技术

的发展。教育要迎接这个挑战，就要坚持贯

彻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全面理解

“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一体性，这要与当时

的形势结合起来，不能割裂地来理解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8］

1993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当今

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

技术发展迅速。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和综合

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

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面

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

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为此必须高瞻远

瞩，及早筹划我国教育事业的大计，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这表明，我国各级党政领导、社

会各个领域及群体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

和国民教育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

素，也认识到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作

用，这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出台奠定了广泛的

政治、经济、社会和媒介舆情基础。

1995年 5月 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

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同月，全国科学技

术大会召开，强调“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

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

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

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

来，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同年，党的十四

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15

年直至 21 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方针之一。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科教兴国战略

提升为基本国策。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

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

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

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

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

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

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

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

质的轨道上来。”［19］我国首次以党的历史文

献的形式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成

立了以国务院总理为组长的“国家科教领导

小组”，以切实领导科教事业的发展。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作为党中央决策协调议事机构。

其主要职责包括：研究提出并组织实施在教

育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方针政

策，研究部署教育领域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工

作，审议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教

育重大政策和体制改革方案，协调解决教育

工作重大问题等。对于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

全面领导，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意义重大。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的通知》提出，按

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统一部署，决定将

“国家科教领导小组”调整为“国家科技领导

小组”。其主要职责包括：研究、审议国家科

技发展战略、规划及重大政策，讨论、审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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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项目，协调国务院各

部门之间及部门与地方之间涉及科技的重大

事项。这改变了科技、教育合一的高规格“国

家科教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格局，对全面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解决当前与未来科技

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后，科技、教育、

人才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

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迎来了突飞猛进的

高速发展期。自1998年开始，科技研发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

简称 GDP）比重进入持续上升阶段，由 1997

年的 0.64％上升至 2002 年的 1.07％，首次突

破GDP的 1.00％，进而升至2012年的 1.97%，

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科技实力占世界主要五

大经济体（中国、美国、欧盟、日本、苏联/俄罗

斯）的比重从1990年的 2.90％提高至2010年

的 16.10％，与美国的相对差距由 2000 年的

4.22倍缩小至2010年的1.41倍。［20］而高等学

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1997 年的

9.10％提高至 2002 年的 15.00％，正式进入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到 2012 年达到

30.00%，成为世界本科生、研究生、在校生人

数最多的国家；同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

出占GDP比例首次超过4.00%。［21］党的二十

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

个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更加凸显的新时代，我

们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目前全社会研发

经费支出已从一万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

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

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

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

大，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2］同时，我国各级

各类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了世界上最

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

越，2022年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4 655万

人，毛入学率提高至59.6%，进入世界公认的

普及化阶段。［23］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以往百

年历程进行全面梳理总结，将科教兴国战略

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首要战

略，指出“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

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实施

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等重大战略

……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

提升。”［2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提出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5］

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思潮到科

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反映了中华民族从救亡

图存到迈向伟大复兴之路艰难而光辉的历

程，也擘画出中华民族百年多来的历史发展

轨迹和内在政策逻辑：从开展科学救国、教育

救国思潮与社会运动的科教落伍国，到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和基本国策的科教大国，及正

昂首阔步迈向伟大复兴之路的科教强国。［26］

这一历程深刻体现出中国人民对科技、教育、

人才与国家发展关系认知程度的不断深化和

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迫切愿望。

四、科教何以兴国强国：作为公共

政策议程的理论探源及中国经验

一般来讲，教育政策总是在某种特定社

会环境下发生，其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与行动

策略都会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因此研究教育

政策离不开政策环境这一关键概念。在国际

上，政策环境最初伴随着生态学的发展而出

现。美国教育学者沃勒（Waller，W.）于 1932

年正式将生态学研究应用到教育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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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明（Cremin，L. A.）在《公共教育》一书中

提出“教育生态学”术语。［27］随着各国学者的

多方面研究与探讨，政策环境成为一个极其

有用的学术概念。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环境

研究是当前教育政策研究的主流，主要从理

论引介和呈现入手，力求全面展现可能会影

响教育政策的环境因素，再从理论出发去观

察、验证、解释政策实践，并根据实践去调整、

修正理论，使之在具体情境中更为适切。最

典型的是福勒（Fowle，F. C.），他将政策环境

理解为由经济因素、人口趋势、意识形态、价

值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组成的社会情

境。［28］受此影响，后来的研究大部分将政治、

经济、文化、国际和时代环境作为教育政策环

境的主要内容，且多是从宏观层面或一般意

义上分析它们对教育政策的影响。［29］

从公共政策研究的视角看，教育政策问

题的建构是教育政策形成的逻辑起点，也是

连接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政策决策的关键

环节，还是与教育相关的重大公共事件、社会

热点现象及焦点问题的筛选器和加工厂，国

际学术界称之为“教育政策议程”。在中外学

者寻求政策议程框架的理想类型过程中，“非

理性决策”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其中，

金登（Kingdon，J. W.）的多源流理论成为最具

创见和发展潜力的理论模型。［30］该理论认

为，一个项目被提上议程（公共政策变迁）是

特定时刻多种因素汇合共振的结果，即问题

源 流（Problem Stream）、政 治 源 流（Political

Stream）、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三者连接与

交汇。三源交汇首要原因在于“政策之窗”

（Policy Windows）的打开，从而为问题被提上

议事日程或政策变迁提供了机会，故“政策之

窗 ”又 被 称 为“ 机 会 之 窗 ”（Windows of

Opportunity）。政策之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以政治为基础的“政治之窗”和以问题为基础

的“问题之窗”。简而言之，多源流理论对公

共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大致可以表示如下：

问题源流或政治源流发生变化→政策之窗打

开→政策企业家有效利用机会→三条源流连

接与交汇→公共政策变迁。

从现代公共政策问题建构角度分析，科

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关乎我国综合实力发展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公共

政策议程，其建构与诞生必定依赖于特定的

政治、经济与时代背景，以及政党、政府、公

众、学者、媒体等相关主体的审慎观察、分析

讨论和理性决策过程。其中涉及的因素包括

确认政策问题的主体（政党及相关政府部

门）、确认政策问题的客体（公共问题及其价

值诉求）、确认政策问题的中介因素（国际国

内环境）。学者们还按照参与主体不同将公

共政策议程建构过程分为两类：政府以外主

体参与的综合性政策议程和以政府为主体的

政府政策议程。如果按照此理论，可以说科

学救国、教育救国只是特定社会历史、政治经

济背景下政府以外主体参与的综合性政策议

程，而科教兴国才是真正意义上以政府为主

体的政府政策议程。换句话说，科教兴国战

略“政策之窗”恰好开启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定的诸多关键环境因素

中，即科技生产力形态演变与教育优先发展

（机会之窗）、中央权威领导与国家有效治理

（政治之窗）、科技政策坚持问题导向与创新

型国家建设（问题之窗）。

（一）科技生产力形态演变与教育优先

发展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机会之窗”

在人类认识论哲学和科学体系发展中，

科学的内涵很复杂，其层次结构既具有凝聚

性，各部分功能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从现

代知识流变视角看，人类知识（学问）体系经

14—16 世纪文艺复兴、17 世纪科学革命后，

于19世纪初步成型，秉承各自认识论立场呈

扇形展开，一端是人文科学体系，另一端是自

然科学体系，社会科学体系居中。20世纪后

达到空前繁荣和完备阶段，特别是形成了以

科 学（Science）、技 术（Technology）、工 程

（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为基础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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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即STEM。其中，科学技术已然是一元超

级结构，全面塑造着人类生活世界。然而，科

学精神、人文精神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两大

坐标轴，在尽可能地规制其向外向上扩展的

界限。如今，人类世界被理解为一切基于科

技的生活，包括近年来几乎完全基于数字化

和智慧化、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的各类场景，

人类知识和话语体系甚至已隐含三者融合的

“地平线”或“重叠共识”趋势。［32］事实上，科

学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和文化的内容，包括

三个层面：一是科学的器物层面，即作为第一

生产力的经济物质层次；二是科学的制度层

面，即作为社会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体

制层次；三是科学的精神层面，即作为社会文

化两大灵魂之一的科学精神层次。简而言

之，科学是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有机

统一，而科学精神处于核心和灵魂地位。［3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

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示出发展生产

力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洞察到

人类总体生产力业已跨入科技生产力阶段这

一重要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

是生产力”观点，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实现高

质量发展，其实质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政治宣言。将“教育、

科技、人才”统筹专章论述，更是表达了政策

层面对三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期待：科技

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

略性支撑，人才则是科技发展与创新活动的

核心要素，而由于人才的培育主要依赖教育，

故而教育成为三者甚至被上升为国家现代化

建设中最为基础性的支撑。［34］

回顾人类生产力发展三个阶段可以发

现：在第一阶段（18 世纪中叶前），生产力还

处在手工阶段，其技术基础是经验，工厂或生

产线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学校，不需要科技，

也排斥教育。在第二阶段（18世纪中叶至20

世纪中叶），是机器生产力阶段和工业经济时

期，自然资源、资金和科技是社会生产的驱动

源，科技含量增大，但仅是其中因素之一。在

第三阶段（20世纪中叶后），随着计算机与互

联网的创生和渗透，人类整体上逐渐进入科

技生产力阶段，生产生活事实上已慢慢演变

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科技应用场景。正

是基于这种时代需求与认知，科教才有了兴

国强国的可能。如果没有全球进入知识经济

时代的科技生产力的形态演变，没有政府治

理机构与政策议程相关参与人对这种演变的

科学与理性认知，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科教兴

国战略的政策制定和持续推进。

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历史考察表

明，两种思潮在时间和内容上虽有区别，但实

际相伴相生，关联密切，甚至出现重叠、交

叉。科学救国运动在当时未能实现救国目

标，除了与教育救国运动遭遇相同困境外，其

根本在于生产力发展仍处于原始的手工阶

段，难以用科学观点和系统视角审视和把握

国际社会的生产力结构体系及其发展演变规

律。生产力经济学观点认为，现代生产力系

统涵括四个层面的基本要素。第一，载荷型

或实体型生产力要素，即传统观点所认可的

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第二，渗透型

或附着型生产力要素，主要指现代科技，不以

实体方式存在，必须附着于或渗透进实体型

要素。第三，媒介型生产力要素，即科技的实

体附着必须有一个媒介，这就是现代教育。

第四，运筹型生产力要素，即现代管理。［35］换

言之，现代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的生产力已把

科技、教育作为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

既然科技、教育都被理解为生产力，那

么为何还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呢？恩

格斯（Engels，F.）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中

的每一重大发现，唯物论就要改变它的形

态。［36］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当代社会高速

迈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就是最新的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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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信息的本质是介于信源与信宿间的共振

虚物。科技知识在没有物化、产品化之前是

一种虚物。就当代社会生产而言，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表达正

是人类社会发生了虚物主导代替实物主导。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物质存在实物和虚物两

类，传统社会是实物主导（实物主导型的生产

力类型），信息社会是虚物主导（虚物主导型

的生产力类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

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也是其最新形态特

征的体现。［37］其中，教育作为实物和虚物的

连接体，承载了科技与社会发展的重大使

命。科技知识由虚向实，经过政治和社会选

择，进入教育体系；反过来，教育体系中的知

识交融与传授，再启发受教育者开展新一轮

的科技知识生产，形成良性循环。这种由现

代科技与教育生产力属性决定的时代特征明

确了科教何以能够兴国强国，以及科教兴国

作为基本国策的科学性。也间接证明，科学

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由于特定的时代环境、社

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与类型限制，只能源于当

时国人的理性推论和理想愿景，缺乏政治、经

济、社会等现实条件的支撑，沦为一种空洞理

想。当然，诸多相关公共政策议程的构建与

实施确实也需要经历这样一种从主观到客

观、从梦想到现实的长期、艰难的转换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同时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

险挑战增多。［38］因而需要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更加重视高质量发展。这揭示

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科教兴国战略所

蕴含的“机会之窗”，即随着当代信息社会和

知识经济向纵深发展，人类科技一元超级结

构形成且科技生产力快速发展变迁，其背后

的教育优先发展、高质量发展、科教融汇等公

共政策恰好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选择。［39］

可以说，科教兴国战略蕴含着宏大且独特的

实践创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与

世界大调整动荡变革期时空叠合所带来的前

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充满可塑性。

（二）中央权威领导与国家有效治理是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政治之窗”

诺思（North，D. C.）认为，权威干预是打

破制度变迁路径闭锁状态的关键因素。［40］一

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的政治领导与政府治理可

以发挥推动改革的核心作用，促使各个部门

和机构以公共利益为重，突破各部门规章和

部门间利益，推动公共政策的变迁。通过对

三种思想或思潮的历史考察，说明无论是科

学救国、教育救国抑或科教兴国，其发生、发

展及能否最终成功，都有其前提和条件，都是

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其持续、健康地

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政府治理环境和物质经济

条件的支撑。如果缺乏稳定的国家权威与政

府治理机制，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和配套资

金支持，作为公共政策的教育改革将难以为

继，更何谈培养高素质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正如英国学者马尔甘（Mulgan，G.）指出，只有

在稳定的政策场域中，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才

能得到重视和利用。稳定的政策场域具有以

下特征：确定的知识体系、良好的理论基础、

政府官员普遍了解相关知识、有很强的基于

实践变迁而不断增加的基本证据库。［41］科技

创新与政治制度及社会宏观环境之间具有紧

密联系。社会制度是影响科技创新的重要因

素之一，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科学技术发展方

向。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

场，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保证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挥出科技创新

和科技向善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科技实力得到了质的提升，科技创新

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科技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和完善，真正做到了“科技第一，主

体为先”，即科技人才、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

分子是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主体，也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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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主体，这种政治判

断无疑成为实施与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最重

要前提：政府治理走向现代化。换句话说，这

种意识形态上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认知无疑是

打开了科教兴国政策议程的“政治之窗”。首

先，通过改革进一步破除了阻碍科技创新能

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激发了各类主体参与科

技创新的积极性。其次，通过开放推动我国

与其他国家科技更加紧密联系，使科技资源

具有更强的开放性、更快的流动性，破除了无

法单独依靠国家力量解决的种种创新问题。

这种通过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体制优势提升政

府和社会治理效能，改善科技创新环境，努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为，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理论和实践创新。

到21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

基本战略的科教兴国和教育强国使命重大，

必然要求满足相应的甚至更为严格的前提条

件：权威统一的国家治理、开明开放的政策环

境、较为丰厚的物质经济条件、适恰的教育内

容和培养目标、健全的教育体制机制、稳定可

持续的教育政策体系等。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科教兴国和教育

强国的远景目标。

如前所述，在中华民族近现代科学救国

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大潮中，曾经涌现出诸如

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乡

村教育、生活教育等众多教育理论和实践，不

仅促进当时社会和教育的发展，还为中国式

教育现代化发展奠定了一定根基。这些思想

主张及教育实验运动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教育

研究领域中值得珍视和挖掘的思想资源和历

史遗产。近现代以来有关科学、教育与国家

兴衰之间关系的艰难探索，使我们得出一个

基本结论：科教能否兴国强国，国际国内环

境、负责任的党政治理、相对丰足的物质经济

保障、民众教育观念更新及合理的教育政策

议程建构，都是极其关键的影响因素。

（三）科技政策坚持需求导向，服务于高

等教育强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的“问题之窗”

2020年 9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

家座谈会上提到，目前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

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

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需要加快解

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首先

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从国家

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

题”［42］。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科技发

展存在大而不强、基础研究及原始创新薄弱、

关键技术亟须突破等问题，需要客观认清我

国科技创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等领

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的差距，而破解该难

题的关键就是要从问题出发，加强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扎实推动创新型国家建

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二部分“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强调，要保持

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就要把

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因为问题是时

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

本任务，故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

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

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

大问题等，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

新思路新方法。［43］

恩格斯曾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

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

向前进。”［44］这深刻阐明了社会需求和问题

导向对科学研究的巨大作用。当然，也不能

因此忽视大学对科学技术及其人类进步的深

远影响。科学技术、高深学问与研究院所、高

等教育机构具有天然的联系，彼此之间既互

相成全，同时又互相制约。因此，高等教育及

其研究者必然要关注人类知识系统（知识建

制）的发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必然关注高

等教育机构对科学进展的重要作用。由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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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学问是大学存在的基本特征，因而在所有

相邻学科或知识领域中，科学学尤其受到高

等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它包括科学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科学史、科技政策、文献计量学

等不同分支，其中科学社会学是最早制度化

的学科，充分体现了其重要地位。从高等教

育系统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注重发展科学

是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其中，19 世纪的德国

柏林大学是实现教学科研相统一的典范，随

后成为美国、日本等国家效仿的对象。为了

让二者更好地结合，高等教育系统必须做更

多的工作，要么使科学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

得到很好调节，要么使科学转移到如科学院

一样的外部场所。1810年后的德国大学大部

分都参与博士生培养和科学研究，这使得德

国大学系统和科学之间具有更紧密的联系。

这种科学家聚集在大学系统的现象在 20 世

纪的美国尤为突出。默顿（Merton，R. K.）等

对“科学家”的定义几乎等同于对研究型大学

教师的定义。［45］

成型或完备的人类知识（学问）系统包

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

知识。现在，科学（science）一词已越来越狭

义地指代自然学科，甚至专指实证学科。学

问一词则广泛得多，是在希腊文“episeemee”、

拉丁文“scire”和德文“wissenschaft”意义下使

用，它应当囊括一切真理和学术，确切意义是

指与同一对象（对象范围）有关而其论证又逻

辑地彼此连接的知识的整体。［46］自 20 世纪

8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来，随着高等教

育与工业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学与工业

界的项目互动、技术转让、专利申请等方面的

研究是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学者共同关心

的重要问题，也是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的

一个交集。克拉克（Clark，B. R.）1995 年在

《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

教育》一书中提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视

角。自此，科学技术和科学研究成为大学尤

其是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主题，知识经济时

代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彼此形成共生关

系。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对科学学

和高等教育研究进行整合，拓宽彼此的研究

视野，形成新的研究议程，包括知识及其变

迁，分化、增长与衰退机制，科学训练和精英

人才的培养，教师的知识生产与教学科研的

关系，知识的管理与政策等。［47］从这个视角

和发展趋势看，说高深知识等同于高等教育，

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等同于研究型大学，实际

也不为过。在世界科技与高等教育发展史

上，自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

纪的法国、19 世纪的德国再到 20 世纪的美

国，人类科学活动中心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的转移同构，无不表明高等教育与国家兴衰

呈现出何等密切的勾联。［48］换言之，科教兴

国、教育强国的核心要素与重要表征就是高

等教育兴国强国。这从另一角度表明“建设

教育强国，基点是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

育”［49］论断的历史合规性与逻辑自洽性。也

再次证明，深度耦合科教兴国和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更好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需要更加深入

理解系统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多维逻

辑，把科教兴国、国家战略需求、创新型国家

建设融合发展，建构科学、系统、规范的公共

政策议程和政策体系。

在国际公共政策学领域，早期主要以公

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为主，突出政策研究的认

识论与知识论基础，注重科学性和实践性。

当前，随着公共政策研究的实践转向与智库

的独立性和专业化，包括教育问题在内的政

策被视为跨学科领域内的公共政策问题域，

问题导向的教育政策研究包涵了政策问题的

概念界定、议程归集及舆情分析等，其中，政

策议程包含了政策问题的酝酿与形成过程，

也是政策研究的核心所在。正是在此宏大背

景下，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学、知识类型学、

知识社会学等都因为人类现代生产力形态的

进化、生产力经济学的变迁、知识自身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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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大学、高等教育系统之间建立起了愈

加紧密、难以切割的多元、交叉、互联关系。

综上，教育政策议程要从宏观背景、历

史脉络、时代变迁、未来走向四个层面洞悉并

把握各相关“窗口”的真实内涵。这其中包含

变与不变的逻辑，不变的是知识、科技和教育

的内在逻辑，变的只是知识、科技和教育的外

在载体。在历史、当下、未来长周期的宏大视

野中，谁能把握知识、科技、教育和民族国家

发展之间的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并给予有

利于宏大政策问题解决的理性分析和政治考

量，谁就能够引领世界大局的变革与发展，形

成与之相应的国际话语权。科教兴国战略作

为一项重大公共政策议程，正是把握了这种

变与不变逻辑的最核心体现。换句话说，政

策之窗的开启需要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

策源流的共同汇聚，但民间情绪、学界研究、

思想主张能否最终转化成为国家政策议程，

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需要政治环境、意识形

态、政府治理等其他因素的共同在场与影响，

当不具备某一项条件或出现某一种偶然因

素，该公共政策议程都可能被弃用、部分采用

或最终不了了之。通过研究和探讨不同时

期、地区、形式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与国家

兴衰之间的客观规律，镜鉴其经验和教训，必

然可以成为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向纵深展开的

强大助力。当然，这也应当是科学学、知识社

会学、高等教育学等相关研究者需要涵养的

家国情怀和承担的学术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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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Science and Education Help to Invigorate China：
The Policy Agenda in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China's Practice

Zhang Xuewen

Abstract：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reiterated the practice of
the strategy for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strengthened the support from modern talents，and for
the first time put together the strategy for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the workforc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vigoration of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olicy-based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knowledge economy，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ary super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the "policy window" of the strategy for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has been opened again，which will inevitably usher in the grand practice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education，talent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tudy，based on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thoughts on saving the country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ter-day and modern history，provides a
rich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today's strategy for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Selecting and constructing an appropriate type of public policy agenda，and analyzing the complex and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rategy for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policy governance，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we can
clearly see the historical clues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strategy for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as a
major public policy agenda from its introduction to its implementation. In a word，an in-depth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culture，education，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regions and forms，and a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lessons and changes can help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y for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and this is a strong affection for the country cherished b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higher education，along with their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policy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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